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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传

统依赖高投入、高消耗和高排放的线性代谢模式难

以为继，工业固体废物的持续累积及处置困境已成

为我国绿色转型亟待破解的核心瓶颈 [1]。习近平总

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深入践行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推

进资源节约和污染治理协同并举为导向，加快形成

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全面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在这

一战略框架下，固废治理已从单纯的技术环节上升

为引导绿色转型的制度关键，并在高质量发展评价

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2018 年国务院印发《“无废

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标志着我国固废治理

由政策倡导走向制度化探索，并在国家层面确立

以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为核心的全流程治理思

路，推动固废治理体系向系统化、集成化方向加速

演进。2019 年，生态环境部等 18 个部委联合确定

深圳、重庆、杭州、厦门等 11 个城市为首批“无

废城市”建设试点，以期在全流程监管、末端资

源回收与政策协同方面率先破题，引导城市逐步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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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资源约束日益趋紧与固体废物存量持续攀升的双重压力下，中国启动“无废城市”试

点以探索循环经济与绿色转型路径，但企业的政策响应机制仍缺乏系统检验。本文利用

2015—2023年沪深A股高耗能上市企业微观数据，结合“无废城市”分批试点的准自然实

验，构建双重机器学习模型评估政策对高耗能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

果显示，该政策显著提升了高耗能企业的探索式与利用式绿色创新；其作用主要通过外部

激励缓解资金约束与内部治理优化两条路径实现，并呈现所有制与地区条件上的异质性；

空间计量结果显示政策存在邻近外溢，表现为环境竞争加剧与绿色知识扩散共同推动区域

绿色转型。本研究将企业微观行为与区域绿色治理相结合，拓展了环境规制与企业应对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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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无废”发展轨道。作为固废全生命周期管理的

复合型治理机制，“无废城市”试点不仅重塑了城

市发展模式，也对企业资源配置与生产方式转型提

出了更高要求，成为推动绿色转型的重要制度抓

手 [2]。

作为资源消耗与污染排放的主要源头，企业

在绿色转型中承担着重要责任，其中高耗能企业

尤为典型。高耗能企业长期依赖能源密集型技术

路径，因工艺惯性、资本沉没成本与组织惯例而陷

入“路径锁定”[3]。在排放约束趋严与要素成本升

高的双重压力下，这类企业面临处置能力不足、回

收体系滞后与合规成本上升等多重掣肘 [4]，使融资

约束与转型瓶颈愈发凸显，也因此被视为固废治理

的焦点与难点。在此背景下，“无废城市”试点政

策作为聚焦固废治理的系统性环境规制工具适时提

出。该政策通过严格的规制标准与激励性工具，一

方面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另一方面引导生产流程再

造与资源配置优化，从而在制度层面推动企业绿色

转型 [5]。与此同时，这类企业依托资源集聚、产业

链整合优势及龙头企业的研发投入，亦具备推动循

环利用、绿色技术研发与跨界协同创新的潜力 [6,7]。

由此，高耗能企业的响应不仅决定“无废城市”政

策的实施绩效，也关系到企业绿色转型的方向与

强度。

然而，高耗能企业在政策冲击下能否凭借资源

基础与技术条件作出有效创新响应，尚未得到系统

性检验。更为关键的是，政策压力究竟是驱动企业

采取被动合规式权宜适应，还是能够激励其主动转

向探索式绿色创新，并由此实现从被动规避到主

动超越的技术突破，仍有待深入探讨。这直接导

向一个尚未充分解答的核心研究议题：在“无废城

市”政策规制压力下，高耗能企业如何实现从“应

对合规”向“技术突破”的跃迁，以及其相应的策

略逻辑亟待深入探讨。厘清企业究竟是陷于被动合

规，还是能够借助政策力量实现主动创新，不仅有

助于揭示微观层面战略转型的内在逻辑，也为环

境规制政策的精准优化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与实践 
启示。

现有关于“无废城市”试点政策的研究主要集

中于政策的实施效果评估及提升路径探讨，涵盖试

点政策的碳减排绩效量化、循环碳经济导向的政策

组合及试点城市的多指标遴选与评估 [8–10]。围绕环

境政策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研究表明，开放

型环境政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但

其作用因行业特征、融资约束和外部关注度而存

在差异 [11]。同时，环境规制升级虽加大了企业融

资压力并提升了违约风险，但绿色技术创新在其

中发挥了重要的风险缓释和绩效稳定作用 [12]。据

此，以固废全生命周期治理与先进适用技术为核

心的“无废城市”，与以排放强度管控为导向的

传统政策在激励机制与合规成本约束上存在本质 
差异。

进一步研究指出，企业绿色创新的方向与效率

往往并非完全内生，而是受到技术趋势、市场压力

与监管要求等多重外部因素的共同驱动，且这一影

响在国有企业与重污染企业中尤为突出 [5,13]。而在

企业内部层面，治理机制与 ESG 绩效等制度性因

素亦对绿色创新绩效产生显著影响，公司治理失效

会抑制绿色专利产出 [14]，而良好的 ESG 表现可通

过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能力与战略执行水平，进一步

推动绿色转型进程 [15,16]。

已有研究为理解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

的影响提供了重要基础，但在特定研究对象的界

定、绿色创新的测度以及政策效应评估工具等方面

仍存在明显不足。其一，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政策对

区域或城市宏观绩效的评估 [7]，或在微观层面仅关

注所有制类型等泛化的企业创新特征 [6]，而对规制

压力最为敏感的高耗能企业的创新响应机制缺乏精

准识别。其二，绿色创新的测度维度相对单一，普

遍以企业绿色发明专利总量作为代理指标 [17]，缺

乏对探索式与利用式绿色创新的区分，难以有效识

别不同创新模式在政策驱动下的差异化表现与内在

机制。其三，现有研究在方法上尚未引入更精细化

的政策评估工具，对政策空间溢出效应的实证检验

亦相对不足。鉴于以上研究尚存显著不足，本文以

2019 年首批确定的“无废城市”试点为切入点，将

其视为一项外生且可识别的环境规制政策干预，评

估其对高耗能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同时，结合

《关于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指导意

见》和《“十四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工作方

案》等政策文件对绿色转型与技术升级的目标要求

与路径规划，本研究引入探索式与利用式绿色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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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双维度框架，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方法（Double 
Machine Learning，DML）识别“无废城市”政策

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因果机制，并进一步检验其作

用机制与空间溢出效应，力求在理论逻辑、测度维

度与评估策略上突破既有研究的局限。本文的边际

贡献如下：

第一，研究对象回应了绿色转型中的关键微观

主体。既有文献多停留在宏观层面或全样本分析，

难以揭示政策对重点企业群体的差异化影响。本文

以高耗能企业作为分析对象，该类企业不仅在资源

消耗和污染排放中占据核心地位，也是“无废城

市”政策最直接的约束对象。通过聚焦这一主体，

本研究不仅深化了环境规制文献对“绿色政策如何

作用于高污染、高能耗企业”的微观机制理解，也

为识别政策在重点企业群体中的创新效应提供了新

的实证依据。

第二，引入创新类型划分视角，拓展了绿色创

新维度。现有研究通常将绿色创新简化为单一维度

的数量性指标，难以揭示企业在不同创新路径上的

战略差异。本文借鉴 March[18] 提出的“探索式—利

用式”创新理论框架，将绿色创新划分为探索与利

用两个维度，分别对应突破性技术探索与成熟技术

深化利用的差异化策略。该视角不仅揭示了“无废

城市”政策如何通过外部规制影响企业在不同创新

路径上的响应机制，也为理解企业在政策压力下的

战略调整与能力重构提供了新证据。

第三，拓展空间外部性视角，揭示试点政策在

区域尺度上的溢出效应与传导路径。现有文献多关

注政策的本地直接效应，本文则进一步考察了“无

废城市”试点对毗邻地区高耗能企业绿色创新的空

间溢出效应及其区域异质性，深化了环境政策外部

性与区域协同的理论讨论，对完善城市群与都市圈

的跨区域绿色治理具有重要启示。

第四，方法上引入双重机器学习，提升政策效

应识别的科学性与稳健性。针对绿色政策研究中普

遍存在的样本选择偏误、变量选择不当及非线性干

扰问题，本文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方法，融合数据驱

动的变量筛选与半参数估计的优势，实现对政策效

应的稳健识别与异质性分析。这一方法不仅提高了

政策评估的解释力与稳健性，也为环境规制研究在

处理高维政策背景下的因果推断提供了新的技术

范式。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无废城市”试点政策对高耗能企业绿色创

新的影响

资 源 基 础 理 论（Resource-Based View，RBV）

指出，企业竞争优势根植于其所拥有的稀缺、难以

模仿且能够持续创造价值的资源与能力 [19]。对于高

耗能企业而言，绿色技术创新不仅是技术迭代，更

体现为对绿色资源要素的重组与整合。外部制度环

境的变革，尤其是具有环境属性的公共政策，往往

通过约束与激励的双重机制改变企业资源配置方

式，从而影响创新行为 [20]。“无废城市”试点作为

一种复合型环境制度安排，强化了企业在资源节约

与固废治理方面的制度约束。一方面以严格的治理

要求倒逼企业优化既有资源结构，提升能源效率与

废弃物减量 [21]；另一方面政府通过财政补贴与绿色

金融等方式释放绿色激励信号，降低企业绿色转型

的进入门槛，增强企业获取绿色资源的可及性，构

成了创新所需的重要外部制度资源 [16]。因此，企业

绿色创新既体现为对外部制度压力的响应，也表现

为对内部资源的重组与能力再造。具体到绿色创新

的类型差异：

探索式绿色创新侧重前沿技术、工艺及新兴路

径的开发，这些资源因难以模仿而成为企业竞争优

势的基础。面对“无废城市”政策带来的严格排放

约束与社会责任压力，高耗能企业被迫打破既有路

径依赖，加大对突破性绿色技术的研发投入，以寻

求污染减量与资源循环利用的前沿解决方案 [22]。同

时，企业通过政府补贴和绿色示范项目等外部制度

资源，既降低了探索式创新的资源壁垒，也缓解了

其持续投入过程中的边际成本，使企业能够实现由

被动合规向主动创新的转变 [23]。据此，本文提出假

设 H1a：

H1a：“无废城市”试点政策显著促进高耗能企

业的探索式绿色技术创新。

相较于探索式创新，利用式绿色技术创新更侧

重在既有技术和流程基础上的渐进式优化，其特点

是风险较低、实施周期较短、对新增资源需求相对

有限。结合 RBV 与 Oliver[24] 的研究可知，企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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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规制压力时通常优先通过存量资源进行再部

署，在既有能力框架内寻求快速可行的调整路径，

以在控制成本的同时满足合规要求。在“无废城

市”情境中，高耗能企业多采取技术改良、工艺优

化及废弃物回收体系完善等手段，在既有技术路径

内推进利用式绿色技术创新，以渐进式策略实现成

本约束下的合规性提升。据此提出假设 H1b：

H1b：“无废城市”试点政策显著促进高耗能企

业的利用式绿色技术创新。

外部制度作为情境变量，主要通过改变资源的

价值性与组织化利用作用于企业创新 [17]。从制度

设计逻辑看，“无废城市”试点的规制压力与资源

配置高度集中于高污染、高耗能行业，这类企业在

政策约束与资源嵌入的双重作用下，更容易触发资

源再整合，形成更强的绿色创新驱动力；而非高耗

能企业因面临的规制约束较弱、政策性资源获取不

足，其资源基础难以被有效激活，创新响应因此相

对较弱。据此提出假设 H2：

H2：“无废城市”试点政策对非高耗能企业绿

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弱于高耗能企业。

1.2 “无废城市”试点政策对高耗能企业绿色技

术创新的作用机制

在“无废城市”制度框架下，高耗能企业绿色

技术创新的驱动机制可归纳为外部资源嵌入与内部

资源重构两个核心维度。

第一，政府创新补贴强化企业绿色创新的外

部资源基础。根据《“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

案》，各地政府需制定配套激励措施，通过专项研

发补贴、绿色信贷和税收优惠引导企业开展固废减

量与循环利用技术开发。对于高耗能企业而言，该

政策在提高环保合规要求的同时，显著降低绿色

创新的资金成本和风险溢价，从而缓解研发融资

约束 [7]。鉴于绿色创新在高耗能部门普遍呈现高投

入、高不确定性特征，外部财政性资源的注入不仅

提升了企业的研发意愿，也增强了其获取稀缺技术

要素的能力 [25]。结合 RBV 逻辑，外部资源的有效

嵌入可催化企业动态能力的形成，提升其在制度压

力下的技术响应速度与创新转化效率 [26]。据此本文

提出假设 H3：

H3：“无废城市”试点政策可通过增强政府

创 新 补 贴 支 持， 显 著 促 进 高 耗 能 企 业 绿 色 技 术 
创新。

第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构成企业绿色创新

的内生驱动力。RBV 指出，企业在外部压力下会通

过内部资源再配置与组织结构优化来增强适应性。

“无废城市”政策严格的固废治理绩效考核与监管

约束，迫使高耗能企业加快在源头减量、过程回收

与末端处置等环节的技术升级，并构建以减量化、

资源化和可追溯管理为核心的绿色运作模式。企业

在提升固废全生命周期利用效率过程中实现资源的

再配置，将节约下的要素投入绿色研发，进而形成

持续的内生创新动力。此外，企业为确保生产连续

性与合规稳定性，也倾向于将绿色创新由被动合规

转化为规模化与常态化的主动实践 [27]。据此本文提

出假设 H4：

H4：“无废城市”试点政策可通过优化企业资

源配置效率，内生推动高耗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1.3 “无废城市”试点政策对高耗能企业绿色技

术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

环境政策虽在试点地区直接实施，但其效应常

突破地域边界，通过示范扩散、制度信号与产业链

联动机制在空间尺度上传导 [28]，使企业创新嵌入

区域知识与产业网络，进而在邻近地区形成溢出效

应 [29]。具体到“无废城市”情境，其空间溢出机

制主要体现为以下方面：其一，试点城市在实践中

形成的技术突破与经验，会通过示范效应和知识扩

散传导至邻近地区，从而降低其绿色研发的不确定

性与试错成本。其二，固废绩效考核与全流程追溯

制度的跨区域传递强化了非试点城市企业的合规预

期，企业为规避未来制度风险，往往提前布局绿色

创新以保持市场竞争力。其三，试点地区企业在绿

色技术创新过程中积累的成本优势与品牌效应，会

沿着产业链向上下游和周边企业传导，推动其加

速绿色转型并形成市场竞争驱动下的外溢创新响

应 [30]。由此提出假设 H5：

H5：“无废城市”试点政策对毗邻地区高耗能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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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2.1 模型构建

2.1.1 基准回归模型构建

当前，政策效应评估中仍广泛采用双重差分

等经典计量模型，然而这些传统方法在应用中存

在一定局限。其一，模型设定可能存在偏差，且

线性假设往往对现实数据的适应性较差，尤其是在

平行趋势假设难以满足时，直接使用该模型可能

导致估计结果的偏误。其二，传统模型较难有效应

对混淆因素的形式不确定性、维度诅咒、正则化偏

差等问题，且过于侧重一致性假设，未能充分考虑

其他潜在影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Chernozhukov
等 [31] 提出了双重机器学习方法（Double Machine 
Learning，DML）， 其 核 心 思 想 是 结 合 Neyman 正

交条件与交叉拟合，以降低第一阶段预测误差对因

果效应估计的影响。DML 作为一种半参数因果估

计方法，具有一致性、渐进正态性和有效性，能够

在更少的假设前提下提供更为可靠的因果效应估

计。具体操作上，本文采用 K 折交叉拟合（K=5），

在训练集与验证集之间交替进行残差化与外样本预

测，以降低过拟合并提升估计精度；在学习器选择

上，本文以随机森林为基准算法，以充分刻画企业

绿色创新的非线性特征与复杂交互，同时辅以套索

回 归（LassoCV）、 梯 度 提 升（Gradient Boosting）

和神经网络（Neural Network）作为补充学习器，

以确保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在模型设定方面，本文

主分析采用部分线性双重机器学习，用于识别政策

变量的线性效应及控制变量的非参数函数关系。同

时，考虑到企业绿色创新可能存在更复杂的作用机

制，本文亦引入交互式双重机器学习作为潜在替

代，以放宽政策变量与控制变量的设定限制，并

允许二者产生交互，从而增强模型的灵活性与适 
配性。

首先构建部分线性双重机器学习模型如下：

 Innovation pilot  posti t i t i t i t, , , ,= + +θ（ ） （ ）· g X U ， 

 E U X  i t i t i t, , ,（ ）| pilot  post , 0· =  （1）

其中，i 为企业，t 为年份； Innovationi t, 为被解

释变量，表示企业绿色创新水平；虚拟变量 pilot 

表示是否属于试点组， post 表示是否在试点政策实

施之后； （ ）pilot  post· i t, 为解释变量，表示“无废

城 市” 试 点 政 策， （ ）pilot  post· i t, ∈ { 0,1}；θ 为

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用于评估该试点政策能否提

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 Xi t, 为多维控制变量集合；

（ ）g Xi t, 具体函数形式及其估计量 （ ）g Xˆ i t, 需要通

过机器学习模型获得； Ui t, 为误差值，其条件均值

为 0。

需 要 注 意 的 是， 在 具 体 参 数 估 计 过 程 中 , 

（ ）pilot  post· i t, 的系数估计量 θ̂ 在机器学习模型引

入正则项降维后方差缩小，但 （ ）g Xˆ i t, 却存在正则

化偏误，其典型特征是 （ ）g Xˆ i t, 向 （ ）g Xi t, 的收敛过

程相对缓慢。为使处置系数估计量满足无偏性，需

要构造辅助方程（2）：

 （pilot  post· ）i t i t i t, , ,= +m X V（ ） ， E V X（ ）i t i t, ,| 0=  （2）

式（2）中，需要采用机器学习模型对 m X（ ）i t,

进行估计，以获得该函数估计量 m X（̂ ）i t, ，再对残

差 Vi t, 进行估计，如式（3）所示：

 V m Xî t i t i t, , ,= −（ ） （ ）pilot  po t· s ˆ  （3）

此时，可将 V̂i t, 作为 （ ）pilot  post· i t, 的工具变

量，通过机器学习算法估计出 g X（̂ ）i t, 和 θ̂ ，获得

无偏的系数估计量如式（4）所示：

 
θ

    

ˆ =

  ×


 
 1

n
1
n

i I t T

i I t 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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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V

V g X

ˆ

ˆ

i t i t

i t i t i t

（ ）, ,

, , 1 , 

pilot  post

Innovation

·

+



−

−

1

（ ）ˆ 

 （4）

式（4）中，n 为样本总量。

2.1.2 基于双重机器学习的机制检验模型

参考 Ling 等 [32] 和 Chang[33] 的研究，本文构建

了基于 DML 的中介效应识别框架。

Innovation pilot  posti t i t it i t, , ,= + +α（ ） （ ）· g X U ，

 E U X  i t i t i t, , ,（ ）| pilot  post , 0· =  （5）

 M g X Ui t i t i t i t, , , ,= + +β（ ） （ ）pilot  post· ，  

 E U X  i t i t i t, , ,（ ）| pilot  post , 0· =  （6）

其 中， 式（5） 用 以 检 验 （ ）pilot  post· i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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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企 业 绿 色 创 新 的 总 效 应， 式（6） 用 以 估 计

（ ）pilot  post· i t, 对中介变量 Mi t, 的影响效应。其余

变量与式（1）和（2）含义相同。

2.2 变量选取

2.2.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具体处理

上，以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量衡量企业的探索式创

新能力（EInvPat），并以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数

量反映企业的利用式创新水平（EUtyPat）。为消除

零值对计量结果的干扰，所有专利指标均在加 1 基

础上取对数处理。

2.2.2 解释变量

解 释 变 量：“无 废 城 市” 试 点 政 策

（ ）pilot  post· i t, 。本文将注册地位于“无废城市”

试点范围的高耗能企业定义为处理组，其余企业

为 对 照 组。 虚 拟 变 量 pilot 取 值 规 则 为： 处 理 组

=1， 对 照 组 =0；post 表 示 某 城 市

入选年及以后为 1，否则为 0，未

入 选 城 市 始 终 为 0。 二 者 交 互 项

（ ）pilot  post· i t, 的 估 计 系 数 用 于 识

别试点政策对高耗能企业绿色技术

创新的净效应。

2.2.3 机制变量

资源配置效率（ResEff）：本文

采用 Richardson [34] 的 方 法 估 计 合 理

投资，据此计算过度投资，并以其

相反数度量资源配置效率，数值越

大 代 表 效 率 越 高。 政 府 创 新 补 贴

（GovSub）：通过企业当期会计年度

获得的政府实际创新补贴数额取对

数来测度。

2.2.4 控制变量

为提高研究的准确性，本文参

考 Amore 等 [14] 和 Dong 等 [35] 的文献，

在模型中设置了如下控制变量：企

业 规 模（Size）、 企 业 年 龄（Age）、

资 产 负 债 率（Lev）、 资 产 报 酬 率

（Roa）、固定资产比例（Fa）、股权

集中度（Top10）、现金流水平（Cfo）、托宾 Q 值

（TobinQ）。

2.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参考赵玉珍 [36] 的研究，本文以 2015—2023 年

中国沪深 A 股六大高耗能行业的上市企业为研究对

象，构建面板数据样本，并在样本筛选中采取以下

处理：①排除金融行业企业；②去除 ST、*ST 及存

在严重数据缺失的样本。企业专利数据来源于国家

知识产权局，企业及行业财务数据取自国泰安数据

库，区域层面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与《中国

城市统计年鉴》。依据“国际专利分类绿色清单”，

本文将绿色发明专利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加以区

分，以刻画企业绿色创新活动。考虑到在有限样本

下增加特征维度可提升双重机器学习模型的预测精

度，控制变量引入一次项及二次项。所有比率型变

量统一以小数报告，并对连续变量按 1% 分位数进

行缩尾处理，具体变量定义详见表 1，表 2 呈现描

表 1 变量定义表

变量
类型

变量 变量含义 计算方法

被解
释变
量

EInvPat 探索式绿色创新 绿色发明专利申请量加 1取对数

EUtyPat 利用式绿色创新 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加 1取对数

解释
变量

pilot·post 试点政策虚拟变量
pilot，试点地区内企业取值为 1，否则取值
为 0；post，某城市入选年及以后为 1，否

则为 0，未入选城市始终为 0

机制
变量

ResEff 资源配置效率
按本年度合理投资计算过度投资并取其相
反数，数值越大代表配置效率越高

GovSub 政府创新补贴 政府实际创新补贴数额取对数

控制
变量

Age 企业年龄 公司上市年限

Size 企业规模 总资产取对数

Lev 资产负债率 总负债 /总资产

Fa 固定资产比例 固定资产净额除以总资产衡量

Roa 资产报酬率 企业净利润与总资产之比

TobinQ 托宾 Q值 市场价值与资产重置成本之比

Top10 股权集中度 股权集中度用前十大股东占比衡量

Cfo 现金流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总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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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目的在于确保后续观测到的组间差异，主要归因

于该政策本身，而非源自政策实施前已存在的其他

趋势或变量。参考 Beck 等 [37] 的做法，设定如下模

型进行平行趋势检验：

 

Innovation pilot  posti t i t, , 1= +

+

+

+ +

+ ∑ + +

λ θ

··· pilot  post
θ

θ

（ ）

（ ）2

4 ,

β γ ε

θ

pilot  post

pilot  post
（ ）

X

（ ）

7 , 3

i t t i t, ,

·

·

·

·

i t

i t

, 2( −

i t（ ）

i t, 3

)

(

+

− )

 （7）

式（7）中， （ ）pilot  post· i t n,( ± ) 分别是试点政

策建设在 i 地区施行前后 n 年的虚拟变量（以政策

推行当期为界）。若 （ ）pilot  post· i t n,( − ) 不显著，则

说明政策施行前，实验组和对照组具有平行趋势；

若 （ ）pilot  post· i t n,( + ) 显著，说明试点建设发挥良

好的政策效应。平行趋势检验的结果如图 1 所示，

其中 pre_3、pre_2 和 pre_1 表示政策实施前三年，

current 表 示 政 策 实 施 当 年， 而 post_1、post_2 和

post_3 表示政策实施后的三年。带圆点的线是 95%
的置信区间，如果该系数的置信区间不包括 0，则

表示该系数显著。从图 1 中的平行趋势测试可知，

在政策实施前，实验组和对照组的系数不显著，说

明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样本符合共同趋势，具有可比

性。转折点出现在政策落地年度，自此之后，无论

是左边的企业探索式绿色创新水平，还是右边的利

用式绿色创新水平都开始显露出分道扬镳的迹象，

并在滞后期保持稳健。这一结果无疑为平行趋势的

假定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表明“无废城市”试点

显著提升了高耗能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并具有持

续性效应。

3.3 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从以下

四个维度展开检验：①调整样本分割比例，本文将

双重机器学习模型样本分割比例由原先 1∶5 调整

为 1∶3 和 1∶7，以此重新估计参数，结果如表 4
第（1）~（4）列所示，pilot·post 核心估计系数

均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验证了本文研究结论的

稳健性。②替换模型，将部分线性双重机器学习方

法改为更通用的交互式双重机器学习模型，以降低

模型设定偏误，具体回归结果如表 4 第（5）~（6）

列所示，在更换双重机器学习模型后“无废城市”

试点对高耗能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增长的影响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原结论依然成立。③更换算

法，将初始采用的随机森林方法依次替换为套索回

归（LassoCV）、梯度提升（Gradient Boosting）及

神经网络（Neural Network），以此重新估计参数。

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表 5 结果与前文主回归结果

基本一致，表明本文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④排除

并行政策干扰，本文还需考虑的一种潜在质疑在

于，在评估“无废城市”试点对高耗能企业绿色创

新的政策效应时，需关注同期其他环境政策可能带

来的干扰。为保证估计结果的准确性，本文在稳健

性检验中引入了两项并行政策作为控制变量：一

是 2010 年启动的“低碳城市”试点（Low-Carbon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138·

�   “无废城市”政策能否激发高耗能企业绿色创新？——基于双重机器学习的因果推断     中国环境管理 2025 年第 5期�

Pilot，LCP）， 二 是 自 2013 年 推 行 的“碳 排 放 权

交 易” 制 度（Emission Trading System，ETS）， 据

此构建相应的政策虚拟变量并纳入回归分析。具

体回归结果详见表 6，在控制并行政策效应后，

pilot·post 的核心估计系数依然显

著为正，“无废城市”试点对企业

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稳健存在，并

非其他同期政策所致。无论是样本

比例调整、算法替换、模型变更还

是排除并行政策干扰后，“无废城

市”试点政策都能够显著提升高耗

能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核心结论

依然稳健。

3.4 基于双重机器学习的中介路

径检验

为检验“无废城市”试点政策

通过外部资源支持与内部资源效率

重组提升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机制，

本文选取政府创新补贴（GovSub）

与资源配置效率（ResEff）作为中介

变量，并在实证分析中引入其滞后

一期，以缓解可能存在的同时性偏

误。表 7 第（1）列结果表明，政策

交互项 pilot·post 对高耗能企业探

索式绿色创新的影响显著为正，系

数为 0.111，且在 1% 水平上显著；

第（2）列结果显示，pilot·post 对

利用式绿色创新同样具有显著正向

作 用， 系 数 为 0.084， 且 在 1% 水

平上显著。在被解释变量取对数口

径下，系数 0.11～0.14 对应的增幅

为 12%～15%。这意味着，政府创

新补贴在试点政策影响企业绿色创

新过程中发挥了部分通道作用，即

政策通过强化补贴支持缓解了企业

在绿色创新中的资源约束，从而验

证了假设 H3。此外，检验资源配

置效率的机制通道结果如表 7 中

第（3）和第（4）列所示，政策变

量 pilot·post 的系数分别为 0.138 和

0.106，均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进一步表明“无废

城市”政策促使企业通过资源内部优化与流程再造提

高整体运作效率，释放绿色创新潜能，内部驱动机制

H4 亦得到验证。综上，检验结果揭示了政策作用机

表 4 改变样本分割比例和替换模型

变量

（1） （2） （3） （4） （5） （6）

EInvPat EUtyPat EInvPat EUtyPat

改变分割比例
交互式模型

1:3 1:7 1:3 1:7

pilot·post
0.099***
（3.86）

0.091***
（3.56）

0.074***
（2.84）

0.073***
（2.80）

0.104***
（3.43）

0.119***
（3.97）

Observations 4 597 4 597 4 597 4 597 4 597 4 597

控制变量一次项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二次项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表 5 更换机器学习算法

变量

（1） （2） （3） （4） （5） （6）

EInvPat EUtyPat

LassoCV
Gradient 
Boosting

Neural 
Network

LassoCV
Gradient 
Boosting

Neural 
Network

pilot·post
0.100***
（3.95）

0.095***
（3.72）

0.048*
（1.91）

0.079***
（2.64）

0.086***
（3.28）

0.055**
（1.97）

Observations 4 597 4 597 4 597 4 597 4 597 4 597

控制变量一次项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二次项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表 6 并行政策排除

变量
（1） （2） （3） （4） （5） （6）

EInvPat EUtyPat

pilot·post
0.070**
（2.02）

0.078**
（2.23）

0.069**
（2.01）

0.052**
（2.20）

0.044**
（2.03）

0.050**
（2.17）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 是 是 是 是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 是 是 是 是

Observations 4 597 4 597 4 597 4 597 4 597 4 597

控制变量一次项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二次项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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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差异性：外部补贴机制主要通过缓解资金约束强

化企业探索式绿色创新，并对利用式创新产生一定溢

出效应；内部资源配置机制则以效率提升为核心，对

企业探索式与利用式绿色创新均发挥了稳健而广泛的

促进作用。

4 进一步分析

4.1 异质性分析

4.1.1 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异质性

参考胡凯等 [38] 的方法，以“技术合同成交额

占地区 GDP 比重”作为衡量区域知识产权保护水

平的指标，并基于试点实施前一年（2018 年）各

省份该指标的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高、低保护

强度两组，超过中位数记为 1，否则为 0。表 8 展

示 了 分 组 回 归 结 果： 第（1） 列 与 第（3） 列 中，

pilot·post 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128 与 0.095，显著

性分别达到 1% 与 5% 水平；而第（2）列与第（4）

列的系数未通过

显著性检验。该

结果表明，相比

于知识产权保护

水 平 较 低 的 地

区，政策在知识

产权保护更完善

的区域对企业绿

色创新的激励作

用更强，尤其体

现在探索式绿色

创新方面。这可

能源于在产权制度更健全的市场环境中，企业更倾

向于投入高技术含量和创新价值的研发，并主动强

化专利权保障 [39]。在此背景下，受保护的高质量专

利成果不仅强化了企业应对外部政策考核的能力，

也更具针对性地服务于固废治理需求，进而有助于

推动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与长期经济效益的提升。

4.1.2 企业所有制异质性

企业产权属性通常对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决策

具有重要影响。基于此，本文进一步探讨“无废城

市”试点政策在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绿色创新效应

是否存在差异。表 8 显示，第（5）列和第（7）列

pilot·post 系数均显著为正，分别在 1% 和 10% 水

平上显著，而非国有企业对应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

验，表明政策效应确实具有产权异质性，相比非国

有企业，国有企业在绿色创新方面受到的政策激励

更强。一方面，国有企业在区域治理中肩负政策落

实与示范职能，长期受政府监管，因而在政策推行

后，更可能通过绿色创新来响应治理任务、达成绩

效目标。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依托资源禀赋优势，

相较于其他企业对环保成本压力更具承受力，更

倾向于加大绿色技术的自主研发投入。同时表 8 第

（7）列结果显示，试点政策对其利用式绿色创新的

促进作用相对较弱，可能源于国有企业为强化环境

治理形象，将资源更多投入与固废治理相关的核心

技术发明，以履行社会责任、实现可持续经营。

4.1.3 城市资源异质性

根据试点政策的实施要求，本文参考《全国资

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将高耗能企业所在地

表 8 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企业所有制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7） （8）

EInvPat EUtyPat EInvPat EUtyPat

高知识产权
保护水平

低知识产权
保护水平

高知识产权
保护水平

低知识产权
保护水平

国有 非国有 国有 非国有

pilot·post
0.128***
（2.76）

0.052
（1.06）

0.095**
（2.23）

-0.058
（-1.17）

0.173***
（5.54）

0.035
（0.74）

0.076*
（2.04）

0.014
（0.34）

Observations 2 223 2 374 2 223 2 374 1 868 2 729 1 868 2 729

控制变量一次项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二次项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表 7 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机制通道下的绿色创新响应

EInvPat EUtyPat EInvPat EUtyPat

pilot·post
0.111***
（3.85）

0.084***
（2.84）

0.138***
（4.19）

0.106***
（3.68）

Observations 4597 4597 4597 4597

控制变量一次项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二次项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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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为资源型与非资源型城市。回归结果见表 9，

第（1）列与第（3）列显示，试点政策对非资源型

城市企业的探索式和利用式绿色创新具有显著促进

作用，而资源型城市的相关系数未达到显著水平。

具体而言，探索式绿色创新侧重于绿色技术的原始

研发，非资源型城市往往在产业结构多元化、要素

资源供给以及政策执行环境完善等方面具有优势，

更有利于前沿绿色技术的突破；而利用式绿色创新

侧重于现有技术的优化与集成，非资源型城市企业

更易将政策导向转化为效率提升路径。相较之下，

资源型城市受“路径依赖”影响较强，绿色创新转

型受限，难以有效释放政策红利。

表 9 城市资源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1） （2） （3） （4）

EInvPat EUtyPat

非资源型
城市

资源型 
城市

非资源型
城市

资源型
城市

pilot·post
0.078*** 0.052 0.095** -0.058

（2.46） （1.06） （1.93） （-1.17）

Observations 1 919 2 678 1 919 2 678

控制变量一次项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二次项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4.2 空间溢出效应

4.2.1 空间自相关性检验

在前文实证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无废城

市”试点政策是否具有跨区域的辐射与扩散效应，

能否通过区域间联动引导毗邻城市企业加速绿色转

型。在继续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前，

需检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在空间

维度上是否存在相关性。本文以

企业所在的地级市为空间单元，

基于城市邻接关系构造空间权重

矩 阵， 并 采 用 Moran’s  I 指 数 对

2015—2023 年沪深 A 股高耗能上

市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进行空

间自相关检验。具体地，将企业

层面的绿色专利申请情况按地级市—年份聚合，以

衡量城市整体的绿色创新表现。

全局 Moran’s I 指数的表达式为：

 I =
∑ ∑i j

n n

= =1 1

S W2∑ ∑
W x x x xij i j

i j

n n

= =

(

1 1

− −)(
ij

)
 （8）

式（8）中，n 为市级数；i 与 j 分别代表某个

不同区域； xi 和 x j 分别表示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在 i

市和 j 市中的观察值； S x x n2∑ i

n

=1( i − ) /  为样本方

差； Wij 为空间权重矩阵的元素，选用 0～1 权重矩

阵进行分析。

检验结果如表 10 所示，2015—2023 年各年度

Moran’s I 指数均为正值，且在 1% 显著性水平下通过

检验，表明高耗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在城市层面呈现

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城市间绿色创新水平并非相互

独立。具体来看，Moran’s  I 值呈波动上升趋势，从

2015 年的 0.075 波动上升至 2021 年的 0.079，在 2023
年达到最大值 0.080，空间依赖性呈逐步增强趋势。

进一步结合图 2 莫兰散点图发现，绿色创新水平主要

呈现“高—高”与“低—低”的空间集聚格局，若仅

采用传统面板回归可能导致空间效应遗漏偏误。因

此，在后续实证分析中引入空间计量模型，不仅必

要，而且能够更准确地识别“无废城市”试点政策对

高耗能企业绿色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

4.2.2 模型适用性检验

空间计量模型形式多样，需要通过模型设定检

验以选择最优模型。表 11 的结果显示：① LM 检

验均显著拒绝“非空间模型”的原假设，表明同时

存在空间滞后效应和空间误差效应，需采用空间计

量模型；② LR 与 Wald 检验均拒绝原假设，指向

空间杜宾模型（SDM）；③ Hausman 检验拒绝随机

表 10 2015—2023 年绿色技术创新全局 Moran’s I 及其显著性

Year Moran’s  I P值 是否通过 1%
显著性检验

Year Moran’s  I P值 是否通过 1%
显著性检验

2015 0.075 0.000 是 2020 0.073 0.000 是

2016 0.070 0.000 是 2021 0.079 0.000 是

2017 0.072 0.000 是 2022 0.078 0.000 是

2018 0.075 0.000 是 2023 0.080 0.000 是

2019 0.075 0.00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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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假设，应选择固定效应；④进一步的 LR 检验

支持双向固定效应设定。综上，本文最终采用双向

固定效应的 SDM，以揭示高耗能企业绿色技术创

新的空间依赖与区域联动特征。

4.2.3 空间溢出效应结果与分析

在经济空间权重矩阵下，本文采用固定效应空

间杜宾模型对假设 H5 进行检验，并将空间效应分

解为本地效应与邻地效应。表 12 结果显示，政策

变量 pilot · post 的本地效应为 0.090（t=2.12，5% 显

著），邻地效应为 0.073（t=1.69，10% 显著），总效应

为 0.185（t=3.36，1% 显著），表明政策不仅提升了本

地高耗能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也对周边地区产

生了正向溢出效应，从而验证了假设 H5。其原因可

能在于政策实施后形成了竞争驱动效应和知识扩散

效应：一方面，试点政策通过加强本地绿色门槛和

融资约束，加剧了企业间的战略互动，从而形成区

域竞争驱动效应。邻近地区企业出于规避制度与市

场风险的考虑，主动增强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以保

持竞争优势 [40]；另一方面，试点城市在绿色生产与

固废治理中的技术积累通过产业链、示范和人力资

本流动等渠道外溢，强化了非试点城市的学习与模

仿能力，并推动区域绿色创新认知与制度环境趋同。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围绕“无废城市”试点这一重要制度创新，

运用双重机器学习方法系统评估了该政策对企业绿

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及其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

明：第一，该政策显著提升了试点地区高耗能企业绿

色技术创新水平，对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均发挥

了积极促进作用，而对非高耗能企业的影响相对较

弱。该主效应在多项

稳健性检验下均保持

显 著， 验 证 了“无 废

城市”作为新型环境

规制工具的政策有效

性。第二，机制分析

进一步揭示，政策通

过外部研发补贴激励

与内部资源配置优化

两条路径共同发挥作
图 2 2015 年与 2023 年绿色技术创新局部 Moran 散点图

表 11 空间计量模型适用性检验结果

检验方法 检验 检验值 P值

LM检验

LM（SAR） 25.324 0.000

Robust LM（SAR） 23.243 0.000

LM（SEM） 48.870 0.000

Robust LM（SEM） 35.314 0.000

Wald检验
Wald（SAR） 83.510 0.000

Wald（SEM） 76.435 0.000

LR检验
LR（SAR） 86.371 0.000

LR（SEM） 79.167 0.000

Hausman检验 Hausman（固定效应） 66.630 0.000

表 12 空间效应分解结果

变量 本地效应 邻地效应 总效应

pilot·post
0.090**
（2.12）

0.073*
（1.69）

0.185***
（3.36）

Age
0.370**
（1.98）

0.200*
（1.91）

0.570**
（1.98）

Size
0.069*
（1.46）

0.068*
（1.42）

0.051*
（1.46）

Lev
-0.179
（-0.29）

-0.213
（-0.33）

-0.133
（-0.21）

Fa
0.266***
（2.92）

0.143***
（2.92）

0.409***
（2.99）

Roa
-0.078***
（-6.85）

-0.067***
（-4.58）

-0.072***
（-6.28）

TobinQ
0.028
（0.87）

0.015
（0.85）

0.044
（0.86）

Top10
0.050***
（4.91）

0.027***
（3.82）

0.077***
（4.68）

Cfo
0.621***
（20.57）

0.339***
（7.00）

0.960***
（16.81）



·142·

�   “无废城市”政策能否激发高耗能企业绿色创新？——基于双重机器学习的因果推断     中国环境管理 2025 年第 5期�

用。一方面，政府对绿色研发的财政支持有效缓解了

企业在绿色转型中的资金约束，提高了绿色研发的投

入强度；另一方面，政策倒逼企业在资源使用与生产

过程中进行精细化管理，释放更多创新要素流向绿色

技术领域，推动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第三，异

质性分析表明，政策效果在知识产权保护强度高、企

业所有制为国有及位于非资源型城市的企业中更为显

著，表明政策效应受制度环境、产权属性与城市类型

条件所约束。第四，进一步的拓展性分析发现，试点

政策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带动了毗邻城市企业

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体现出环境政策在区域联

动层面的外部性与示范引导作用。本文基于企业微观

数据，识别了“无废城市”政策对高耗能企业“双

维”绿色创新的影响，揭示了外部补贴与内部资源重

配的作用路径及区域联动效应，为优化“无废城市”

政策与完善固废治理体系提供了实证依据。

5.2 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将环境规制转化为企业绿色创新的战略

契机。研究发现“无废城市”政策显著提升了高耗

能企业绿色创新产出，这意味着环境政策并非单纯

的成本压力，而是企业改善资源配置、培育竞争优

势的重要契机。企业应主动将绿色研发纳入核心战

略与绩效考核体系，将外部政策规制要求转化为驱

动企业持续创新的内生动力。

第二，企业应精准适配差异化政策导向，切实

发挥主体责任。针对“无废城市”政策在不同地区

的实施效果具有显著差异这一结论，在资源型城

市，高耗能企业应重点推进传统工艺绿色改造，提

升存量资产的循环效率；而在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地区，企业应积极对接财政补贴政策，推动资源整

合与绿色技术的集成应用，提升内生创新能力。企

业应通过主动响应本地政策要求，将绿色创新战略

与区域发展定位有机结合。

第三，构建区域绿色协同机制，放大政策的空

间溢出效应。鉴于我国城市发展呈现集群化、圈层

化趋势，建议以都市圈、城市群为单位，推进跨区

域绿色治理协同机制建设。可通过共建区域绿色创

新示范区，建立绿色产业协同发展平台，鼓励产业

链上下游绿色联动等方式，实现政策理念、技术路

径与治理模式的跨区域共振，提升绿色转型的系统

性与外部性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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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the “Zero-Waste City” Policy Stimulate Green Innovation in  
Energy - Intensive Enterprises?  

—A Causal Inference Analysis Based on Double Machine Learning
ZHANG Xiao, ZHANG Mengmeng, SUN Tong*

(School of Business, Zhejiang Wanli University, Ningbo 315100,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dual pressures of increasingly stringent resource constraints and continuously rising solid waste accumulation, China has 
launched the “Zero-Waste City” pilot to explore pathways toward a circular economy and green transition. However, corporate responses to this 
policy remain insufficiently examined. Using micro-level data on energy-intensive listed firms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from 2015 to 2023, and 
leveraging the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of the phased “Zero-Waste City” pilot program,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double machine learning (DML) 
model to evaluate the policy’s impact on green innovation in energy-intensive firms and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s.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olicy significantly enhances both exploratory and exploitative green innovation in energy-intensive firms. The effects are mainly realized 
through two pathways: external incentives that alleviate financial constraints, and internal governance improvements, with heterogengity observed 
across ownership structures and regional conditions. Spatial econometric analysis further reveals notable spillover effects to neighboring areas, 
as intensified environmental competition and green knowledge diffusion, collectively promoting regional green transformation. By linking firm-
level behavior with region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is study advances the understanding o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corporate adaptive 
behavior, and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to inform policy refinement and regional green transition.
Keywords: Zero-Waste City pilot;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nergy-intensive firms;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Double Machine Learning


